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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浑水控制方程， 建立了基于耦合解法的一维非恒定非均匀沙数学模型， 用于模拟高含沙洪水演进时的

河床冲淤过程。 然后采用黄河下游游荡段 １９７７ 年 ７—８ 月实测高含沙洪水资料对该模型进行率定， 基于水沙耦合解

法的各水文断面流量、 总含沙量及分组含沙量的计算过程与实测过程符合更好， 计算的沿程最高水位及累计河段

冲淤量与实测值也较为符合。 最后还采用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高含沙洪水资料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 模型率定及验证计算

结果表明， 采用一维水沙耦合模型计算高含沙洪水过程， 能取得较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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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汛期经常发生含沙量超过 ２００～３００ ｋｇ ／ ｍ３的高含沙洪水， 这些高含沙洪水过程是造成下游河道

严重淤积的重要原因之一［１］。 统计表明， １９６９—１９８９ 年三门峡站瞬时最大含沙量超过 ３００ ｋｇ ／ ｍ３的 １６ 次高

含沙洪水过程， 在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泥沙 ３４􀆰 ９ 亿 ｔ， 占同期下游淤积量的 ８２％， 且绝大部分淤积在高村以上

的游荡段［１］。 随着黄河水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上游干支流大型水库建设以及水土保持等人类活动的影

响， 汛期进入下游的水沙量总体均呈减少趋势， 但个别年份仍会发生丰水丰沙［２］。 小浪底水库自 １９９９ 年蓄

水拦沙运用后， 在异重流排沙期间经常下泄高含沙洪水［３⁃５］。 高含沙洪水过程同时还伴随出现 “异常” 高水

位现象， 对河道防洪安全造成威胁［６］； 此外还会引起局部河段河床的强烈冲刷， 导致险工出险等问题［１］。
因此， 迫切需要掌握黄河下游高含沙洪水的演进特点与河床冲淤规律， 采用一维水沙数学模型研究是一条很

重要的途径。
以往水沙数学模型通常采用非耦合解法， 即水流过程与泥沙冲淤分开计算， 一般不考虑高含沙量及床面

冲淤对洪水演进的影响， 故这类模型通常适用于来流含沙量低、 床面冲淤速率较小的情况［３，７⁃８］。 张红武

等［７］建立了黄河下游一维非恒定水沙数学模型， 修正了以往常用的泥沙输移及河床变形方程， 并引入符合

黄河下游河道水沙特点的水流挟沙力及河床糙率计算公式。 在黄河下游高含沙洪水输移过程中， 河床冲淤变

化迅速， 即床面冲淤速率远大于水流变化速率， 故需要采用基于浑水控制方程的水沙耦合模型才能较好地计

算出高含沙洪水输移过程。 目前已有一维水沙数学模型采用半耦合或全耦合解法模拟了高含沙洪水过

程［９⁃１２］。 如 Ｈｅ 等［９］采用半耦合解法模拟了黄河下游高含沙洪水的演进过程， 通过引入滩槽划分及 “二级悬

河” 处理等技术考虑断面地形较为复杂的情况。 Ｃａｏ 等［１０］与 Ｌｉ 等［１１］建立了一维全耦合水沙数学模型， 用于

研究黄河高含沙洪水引起的 “揭河底” 及流量沿程增值等特殊现象。 但这类模型通常将计算断面形态概化

为矩形， 且不考虑河宽沿程变化， 故不适用于实际游荡河段洪水演进模拟。 因此，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

一维水沙耦合数学模型， 使其适用于模拟高含沙洪水在实际河流复杂断面形态下的演进及其冲淤过程。
本文首先建立基于一维浑水控制方程的水沙耦合数学模型， 该模型不仅能考虑非均匀泥沙不平衡输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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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冲淤对水流运动的影响， 而且适用于计算实际河流复杂断面形态下的洪水演进。 然后采用黄河下游游荡

段 １９７７ 年及 ２００４ 年高含沙洪水过程的实测资料， 对该模型进行详细率定及验证， 同时分析了耦合解法与非

耦合解法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１　 一维水沙耦合模型

与一般挟沙水流不同， 高含沙洪水在黄河下游游荡段演进时， 相对于水流条件的变化， 河床冲淤速率较

大， 因此需要采用水沙耦合解法［１０，１２］。 本文提出的一维水沙耦合数学模型， 主要由浑水控制方程、 相应数

值解法及关键问题处理等组成。 关键问题处理主要包括复杂断面形态的滩槽划分、 动床阻力确定及水流挟沙

力计算等。
１􀆰 １　 模型控制方程及数值解法

基于不规则断面的一维挟沙水流控制方程， 包括浑水连续方程及动量方程， 可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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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 为流量； Ｚ 为水位； Ａ０ 为河床冲淤断面面积； Ａ、 Ｂ 分别为过水断面的面积及水面宽度； αｆ为动量

修正系数； Ｓ 为断面平均含沙量； ρｆ、 ρｓ 分别为清水、 泥沙密度， 且 Δρ ＝ ρｓ－ρｆ； ρｍ 为浑水密度， 且 ρｍ ＝ ρｆ＋
（Δρ ／ ρｓ）Ｓ； ｕｌ、 ｑｌ 和 ρｌ 分别为侧向入出流流速在主流方向的分量、 单位河长入出流的流量和侧向入出流密

度； Ｊｆ 为水力坡度， 一般可用 Ｍａｎｎｉｎｇ 公式计算， 即 Ｊｆ ＝ （Ｑ ／ Ａ） ２ｎ２ ／ ｈ４ ／ ３ ， ｈ 为断面平均水深， ｎ 为床面的

Ｍａｎｎｉｎｇ 阻力系数； Ｊｌ为断面扩张与收缩引起的局部阻力； ｈｃ为过水断面形心的淹没深度；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ｘ、 ｔ 分别为沿程距离、 时间。

非均匀悬沙不平衡输移及河床冲淤方程， 可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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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 为断面平均流速； Ｓｋ、 Ｓ∗ｋ、 ωｋ和 αｋ分别为第 ｋ 粒径组悬沙的分组含沙量、 挟沙力、 浑水沉速及恢

复饱和系数； Ｓｌｋ为侧向入出流的分组含沙量； Ｎ 为悬沙分组数； ρ′ 为床沙干密度。 在悬移质泥沙不平衡输移

方程中， αｋ取值反映了不平衡输沙时含沙量向挟沙力靠近的恢复速度， 既与来水来沙条件有关， 也与河床边

界条件有关，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参数。 目前在数学模型中， 多是根据实测资料来率定 αｋ的取值。 本模型采

用韦直林等在黄河下游泥沙数学模型中提出的计算方法［１３］， 对不同粒径组泥沙采用不同的 αｋ值， 即 αｋ ＝
ａ ／ （ωｋ） ｂ， 系数 ａ 一般取 ０􀆰 ００１， 指数 ｂ 与河床冲淤状态有关， 淤积时为 ０􀆰 ３， 冲刷时为 ０􀆰 ７。

上述浑水控制方程的详细推导过程详见文献［１４］。 式（１）中的附加项 Ｉ 为河床冲淤面积的变化速率， 式

（２）中的附加项 ＩＩ 为浑水密度因时空变化而产生的动量附加项。 如果含沙量很低， 且河床冲淤变化很缓慢，
则可忽略这些附加项， 这样式（１）—式（２）就与常见的定床条件下的水流控制方程相同。 但在模拟高含沙洪

水或伴随有床面冲淤速率较大的洪水过程时， 浑水控制方程中的两附加项通常不能忽略， 否则会引起较大的

计算误差［１０］。 高含沙洪水在黄河下游游荡段输移过程中引起河床剧烈调整， 造成洪水各部位水体传播速度



６８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不同， 主槽冲刷引起含沙量增大， 进而使得洪峰流量沿程增大。 考虑这些附加项后对洪峰流量传播历时基本

没有影响， 而对洪水位及洪峰量值则会产生一定影响。 考虑附加项后对河床冲淤及含沙量过程的影响较为明

显， 总体而言， 基于耦合解法的计算结果与实测值符合更好。
表 １ 给出了黄河下游水文年鉴记录的花园口站两次高含沙洪水的实测水力要素变化过程。 由表 １ 中数据

可知， 在高含沙洪水过程中， 水位与平均河底高程的变化速率在同一数量级。 例如在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的高含沙

洪水过程中， 下游河床淤积较为严重， 花园口断面平均河底高程在较短时段内（Dｔ≈１７ ｈ）由 ８８􀆰 ９６ ｍ 抬升到

８９􀆰 ４２ ｍ， 即DＺｂ ＝ ０􀆰 ４６ ｍ， 同时期平均水位下降值DＺ 仅 ０􀆰 ０７ ｍ。 因此， 高含沙洪水过程中个别断面的河床

淤积速率（DＺｂ ／ Dｔ＝ ０􀆰 ０２７ ｍ ／ ｈ）远大于水位变化速率（DＺ ／ Dｔ＝ ０􀆰 ００４ ｍ ／ ｈ）。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小浪底水库下泄高含

沙洪水过程， 引起坝下游河床冲刷， 在较短时段内（Dｔ≈２５􀆰 ３ ｈ）花园口断面的平均河底高程由 ８９􀆰 ３３ ｍ 冲深

到 ８８􀆰 ８２ ｍ， 下切幅度达 ０􀆰 ５１ ｍ， 而水位上涨仅 ０􀆰 １４ ｍ。 因此， 在本次高含沙洪水过程中典型断面的床面冲

刷速率（DＺｂ ／ Dｔ＝ ０􀆰 ０２０ ｍ ／ ｈ）也远大于水位变化速率（DＺ ／ Dｔ ＝ ０􀆰 ００５ ｍ ／ ｈ）。 这些实测数据表明， 以往常用的

基于非耦合解法的水沙模型不适用于计算高含沙洪水演进及其床面冲淤过程。

表 １　 高含沙洪水中花园口水文站的实测水力要素变化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ｙｕａｎｋｏｕ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ｓ

河床冲淤情况 时　 间 Ｚ ／ ｍ Ｑ ／ （ｍ３·ｓ－１） Ａ ／ ｍ２ Ｂ ／ ｍ ｈ ／ ｍ Ｚｂ ／ ｍ

过程 Ｉ １９７７⁃０７⁃１１Ｔ１５：１０ ／ １６：３０ ９１􀆰 ５３ ３ ７６０ １ ６７０ ６５１ ２􀆰 ５７ ８８􀆰 ９６

河床淤积 １９７７⁃０７⁃１２Ｔ０８：３０ ／ ０９：５０ ９１􀆰 ４６ ３ ２３０ １ ３３０ ６５１ ２􀆰 ０４ ８９􀆰 ４２

过程 ＩＩ ２００４⁃０８⁃２６Ｔ０８：００ ／ ０９：００ ９２􀆰 ２５ ２ １４０ １ ２７０ ４３５ ２􀆰 ５７ ８９􀆰 ３３

河床冲刷 ２００４⁃０８⁃２７Ｔ０９：１２ ／ １０：２４ ９２􀆰 ３９ ２ ２８０ １ ５９０ ４４５ ２􀆰 ０４ ８８􀆰 ８２

注：Ｚｂ为平均河底高程。

　 　 本文中浑水控制方程采用非守恒形式的控制方程。 对于一维数学模型， 在求解微分方程时， 常采用不同

差分格式来离散。 普列斯曼（Ｐｒｅｉｓｓｍａｎｎ）隐格式是专门针对一维水流控制方程的非守恒形式提出的， 该格式

的一个突出优点为质量守恒性及数值稳定性较好， 在国内外应用较为普遍［１２，１４］。 故本文在一维非恒定水流

演进过程的模拟中， 采用 Ｐｒｅｉｓｓｍａｎｎ 隐格式离散浑水控制方程， 并用追赶法求解各水流变量， 如 Ｚ、 Ｑ， 进

而推求各断面内的其他水力要素。 计算中直接用显格式离散式（１）—式（２）中的附加项。 对非均匀悬沙不平

衡输移方程， 直接采用显式迎风格式进行离散。 另外采用显格式离散床面冲淤方程式（４）， 可得该时段内的

冲淤面积DＡ０， 并按等厚冲淤模式分配， 确定冲淤后断面内各节点的高程。 即当淤积时， 淤积面积等厚沿湿

周分布； 当冲刷时， 仅对主槽区域的河床进行等厚冲刷修正。 根据计算得到的各粒径组的冲淤厚度， 采用床

沙活动层与分层记忆层来考虑冲淤过程中的床沙级配调整。
１􀆰 ２　 模型中关键问题处理

黄河下游游荡段不仅地貌特征独特， 如断面宽浅、 滩槽高差较小， 而且演变过程复杂， 如洪水暴涨暴

落， 河床易冲易淤， 且冲淤幅度较大。 因此， 需要对模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特别处理， 包括断面滩槽划

分与 “二级悬河” 处理、 动床阻力确定及悬移质挟沙力计算等。
１􀆰 ２􀆰 １　 断面滩槽划分及 “二级悬河” 处理

黄河下游断面形态较为复杂， 同一断面的不同区域， 滩槽阻力和冲淤厚度分布变化较大， 因此采用在大

断面上划分主槽与滩地的方法进行计算， 即主槽与滩区节点分别用不同的代码值表示。 计算中主槽糙率随流

量与床面冲淤状况而调整； 低滩与高滩的糙率， 根据不同的河段， 取某一固定值。
自 １９６４ 年以来， 黄河下游游荡段主槽淤积严重， 导致部分断面的主槽平均高程大于生产堤后的滩地高

程， 如图 １ 所示。 在一维水力要素计算中， 若不考虑这一差别， 就会出现当主槽内水位较低， 而滩地已经过

流的现象。 因此在程序中必须对这种 “二级悬河” 地形进行特殊处理。 在计算前根据实际地形与过水情况，
可将各计算断面划分为若干个滩地和主槽， 同时给定滩、 槽的代码特征值。 计算中优先满足主槽区域过流，
只有在满足主槽过流， 且水位大于主槽两侧滩顶高程（Ｚｂｆ）的情况下， 才使两侧滩地区域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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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黄河下游 “二级悬河” 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ｅｒｃｈｅｄ 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１􀆰 ２􀆰 ２　 动床阻力确定

动床阻力是一维水沙数学模型的关键参数之一， 不仅与河道的过流能力、 水位变化密切相关， 而且还影

响河道水流的挟沙能力及冲淤状况等。 但不同于定床明渠水流， 动床阻力问题比较复杂［１５］。 目前， 存在两

类方法确定动床阻力： ① 建立阻力与各水沙要素、 河床形态等之间的计算关系式， 这种方法能较为详细地

反映沙波消长对糙率的影响， 但无法考虑天然河道的各种附加阻力［１３］； ② 根据上、 下游水文站的实测资

料， 确定该河段在不同流量级下的阻力变化特点［１３］。 黄河下游游荡段河道形态及冲淤特性复杂， 不同水沙

条件下的糙率值变化很大， 因此， 该动床阻力只能从大尺度、 长时间平均值确定。 故本模型采用第二类方法

确定阻力系数， 即先建立各水文断面糙率与流量的关系曲线， 其他非水文断面的糙率根据这些水文断面的率

定值插值得到。 此外， 在计算中还要根据河床的冲淤状况， 适当调整各流量级下的糙率大小。
１􀆰 ２􀆰 ３　 悬移质挟沙力计算

悬移质水流挟沙力公式及其参数选取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河床冲淤变形的计算精度。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它

进行了深入研究， 或从理论出发， 或从不同的河流实测资料和水槽试验资料出发， 推导出半经验半理论的计算公

式。 本模型采用在水沙数学模型中应用较广、 考虑因素较全面的张红武公式计算水流挟沙力［１３］。 该公式通过对二

维水流单位水体的能量平衡方程式沿垂线积分， 经分析整理得出包括全部悬移质泥沙在内的水流挟沙力公式，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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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κ 为 Ｋａｒｍａｎ 常数， 与含沙量大小有关； ＳＶ 为体积比含沙量； ωｍ 为非均匀悬沙的代表沉速； Ｄ５０为床

沙的中值粒径。 式（５）不仅适用于一般挟沙水流， 而且更适用于高含沙紊流， 充分考虑了含沙量对挟沙力的

影响。 已有验证结果表明， 计算精度明显优于其他公式［１６］。
在复式断面的挟沙力计算中发现， 当水流漫滩后， 水面宽度急剧增加。 尽管断面平均流速变化不大， 但平均

水深会减小较多， 引起断面挟沙力急剧增加， 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为避免这种现象， 在实际计算中， 暂不考

虑非均匀沙代表沉速及含沙量的横向变化。 首先分别计算出主槽与滩区的挟沙力大小， 即 Ｓ∗ｍｃ及 Ｓ∗ｆｐ； 然后根据

已知主槽与滩区的过流量（Ｑｍｃ及 Ｑｆｐ）， 确定出大断面的总挟沙力， 即 Ｓ∗ ＝（ＱｍｃＳ∗ｍｃ＋ＱｆｐＳ∗ｆｐ） ／ （Ｑｍｃ＋Ｑｆｐ）。
天然河流中挟带的泥沙往往为非均匀沙， 但目前常用均匀沙的方法来处理非均匀沙问题。 当前对非均匀

沙挟沙力的研究不够深入， 影响非均匀沙挟沙力的因素一般为水流、 床沙与来沙条件。 前两者对挟沙力的影

响机理已经比较明确， 而来沙条件的影响尚不清楚。 本模型采用水流条件和床沙级配推求分组挟沙力［１７］。
这种方法认为： 在输沙平衡时， 第 ｋ 粒径组泥沙在单位时间内沉降在床面上的总沙量等于冲起的总沙量， 然

后根据垂线平均含沙量与河底含沙量之间的关系， 确定悬移质挟沙力级配和床沙级配的关系。

２　 模型率定过程
黄河下游铁谢至高村河段长约 ２８４ ｋｍ， 属于典型的游荡型河段。 该河段内布设有花园口（ＨＹＫ）、 夹河

滩（ＪＨＴ）、 高村（ＧＣ）３ 个水文站及若干个淤积观测断面， 如图 ２ 所示。 在三门峡水库滞洪排沙运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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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１９７３ 年）， 游荡段累计淤积泥沙达 １５􀆰 ０ 亿 ｍ３， 并具有主槽淤得多、 滩地淤得少的特点。 因此， 局

部河段出现了河槽高于滩地、 滩地高于背河地面的 “二级悬河” 现象［１，１８］。 到 １９７７ 年汛前， 下游游荡段纵

比降仅为 ０􀆰 １９‰， 主槽宽为 ０􀆰 ８～３􀆰 ９ ｋｍ， 滩槽高差一般为 １～２ ｍ， 最小值仅为 ０􀆰 ５０ ｍ。 １９７７ 年黄河下游连

续两次出现高含沙洪水过程， 本文采用这两场洪水资料来率定一维水沙耦合数学模型。

图 ２　 黄河下游河段示意

Ｆｉｇ􀆰 ２ Ｐｌａ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２􀆰 １　 １９７７ 年高含沙洪水过程

在黄河中下游， １９７７ 年是枯水丰沙年， ７—８ 月间连续出现两场高含沙洪水［１，６］。 ７ 月份洪水主要来自渭

河、 北洛河及延水等支流降雨， 小浪底站洪峰流量达 ８ １００ ｍ３ ／ ｓ， 最大含沙量为 ５３５ ｋｇ ／ ｍ３， 该场洪水泥沙组

成较粗， 悬沙中值粒径为 ０􀆰 ０４０ ｍｍ。 ８ 月份洪水主要来自龙门以上偏关河至秃尾河之间的降雨， 小浪底站最

大流量为 １０ １００ ｍ３ ／ ｓ， 最大含沙量为 ９４１ ｋｇ ／ ｍ３， 洪水期间悬沙组成较粗， 中值粒径达 ０􀆰 １０５ ｍｍ。 ７—８ 月份

的两场高含沙洪水在黄河下游河道中均发生了槽冲滩淤过程， 但滩地淤积量远远大于主槽冲刷量， 因而整个

游荡段表现为严重淤积， 依据输沙量法计算的累计淤积量达 ７􀆰 ３０ 亿 ｔ。
２􀆰 ２　 计算条件

模型率定计算中选取下游铁谢至高村河段为研究对象， 以该河段 １９７７ 年汛前 ６ 月份实测的 ２８ 个淤积断

面形态作为初始地形， 并对各断面划分滩槽。 各断面的初始床沙级配， 由该河段水文断面的汛前床沙级配插

值求得， 并取床沙干密度为 １􀆰 ４ ｔ ／ ｍ３。 因小浪底至铁谢河段为山区性河道， 河道冲淤变化很小， 故借用小浪

底（ＸＬＤ）站实测流量、 含沙量过程及悬沙组成作为模型进口的水沙条件； 同时考虑伊洛河、 沁河的入流条

件， 模型出口采用高村站实测水位过程控制。 实测资料表明， 该河段悬沙及床沙级配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０２ ～
１􀆰 ０００ ｍｍ， 故计算中将非均匀泥沙划分为 ９ 组。 因初始地形条件采用汛前 ６ 月份的实测断面， 故本次计算时

段为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１４ 日—９ 月 １５ 日， 共计 ２ ２３２ ｈ。 进出口断面的水沙边界条件， 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模型率定计算的水沙边界条件

Ｆｉｇ􀆰 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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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模型率定结果及分析

１９７７ 年高含沙洪水过程的计算结果分析表明， 动量方程右端附加项 ＩＩ 的值远小于摩阻项 ｇＡ（Ｊｆ＋Ｊｌ）， 就

该场次洪水而言， 这个动量附加项对计算结果影响十分有限。 但在计算过程中的某些特征时刻， 浑水连续方

程中右侧附加项¶Ａ０ ／ ¶ｔ 的数量级与¶Ａ ／ ¶ｔ 基本相当； 甚至在某些时刻， 附加项¶Ａ０ ／ ¶ｔ 的数值还要更大一些。
因此， 总体来看， 浑水控制方程中的右端附加项对数值模拟结果有一定影响， 有必要考虑这些附加项。

图 ４ 给出了花园口及高村断面的流量变化过程。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计算与实测的流量过程相当符合。 在

花园口断面， 计算的 ７ 月份洪水过程中最大流量为 ７ ５４４ ｍ３ ／ ｓ， 而实测值为 ８ １００ ｍ３ ／ ｓ， 两者误差不到

６􀆰 ８％； ８ 月份洪水中计算最大流量为 ８ ４９０ ｍ３ ／ ｓ， 小于实测最大流量（１０ ８００ ｍ３ ／ ｓ）。 在高村断面， 这两场高

含沙洪水过程中计算与实测最大流量相差不多， 尤其是 ８ 月份洪水过程。 ７ 月份洪水中小浪底至高村河段的

实际洪峰传播时间为 ２３ ｈ， 计算的传播时间约为 ２６ ｈ， 两者误差仅 ３ ｈ。 因此可以认为， 该一维水沙耦合模

型能较好地模拟出高含沙洪水在游荡段的演进过程。 从图 ４ 还可看出， 基于水沙耦合解法的流量计算过程与

实测值更符合， 尤其在高村断面。

图 ４　 １９７７ 年洪水花园口及高村站计算与实测流量过程比较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ｔ ＨＹＫ ａｎｄ ＧＣ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７ ｆｌｏｏｄ

图 ５ 给出了花园口及高村断面的含沙量变化过程。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计算的含沙量过程与实测值总体

符合较好。 在花园口断面 （图 ５ （ ａ））， ７ 月份洪水中计算的最大含沙量为 ４５８ ｋｇ ／ ｍ３， 比实测最大值

（５４６ ｋｇ ／ ｍ３）偏小 １６％； ８ 月份洪水中计算的最大含沙量为 ５１０ ｋｇ ／ ｍ３， 大于实测最大值（４３７ ｋｇ ／ ｍ３）。 由于

高含沙洪水演进过程中通常发生沿程淤积， 因此洪水演进到高村站时最大含沙量已有所降低， 如图 ５（ｂ）所
示。 此外， 从图 ５ 还可看出， 基于耦合解法的含沙量计算过程与实测值符合更好。

分析 １９７７ 年高含沙洪水中花园口及高村站耦合解与非耦合解流量与含沙量计算结果的整体精度， 结果

表明耦合解法与非耦合解法的计算精度基本相当。 对 １９７７ 年洪水花园口及高村站而言， 耦合解与非耦合解

流量计算值的整体精度（计算与实测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３ 和 ０􀆰 ９７， 而含沙量计算值的整体精度分别为

０􀆰 ８１ 和 ０􀆰 ７１。
图 ６ 和图 ７ 分别给出了 １９７７ 年洪水花园口及高村站流量与含沙量峰值附近耦合解与非耦合解计算结果

的对比。 总体来看， 在低含沙量情况下， 耦合解与非耦合解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在高含沙量情况下， 耦合

解计算的含沙量峰值较大， 与实测值更为接近； 耦合解与非耦合解计算的流量过程基本一致， 但在洪峰附近

与实测结果相比均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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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７７ 年洪水花园口及高村站计算与实测含沙量过程比较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ｔ ＨＹＫ ａｎｄ ＧＣ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７ ｆｌｏｏｄ

图 ６　 １９７７ 年洪水花园口及高村站耦合解与非耦合解计算流量峰值对比

Ｆｉｇ􀆰 ６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ｔ ＨＹＫ ａｎｄ ＧＣ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ｐｅａｋ

图 ７　 １９７７ 年洪水花园口及高村站耦合解与非耦合解计算含沙量峰值对比

Ｆｉｇ􀆰 ７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ｔ ＨＹＫ ａｎｄ ＧＣ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ｐｅａ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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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夹河滩断面为例， 图 ８ 给出了 １９７７ 年洪水中该断面计算与实测的分组含沙量过程比较。 从图 ８ 可知，
在游荡段高含沙洪水输移过程中， 细沙（ｄ＜０􀆰 ０２５ ｍｍ）及粗沙（ｄ＞０􀆰 ０５０ ｍｍ）部分所占比例较多， 而中沙（ｄ ＝
０􀆰 ０２５～０􀆰 ０５０ ｍｍ）部分相对较少。 在 ７ 月份洪水中， 尽管计算的沙峰出现时刻略滞后于实测过程， 但各组的

最大含沙量与实测值比较符合。 在 ８ 月份洪水中， 与实测值相比， 计算的细沙及中沙部分最大含沙量偏大；
但对粗沙部分， 计算与实测的最大含沙量分别为 １３０ ｋｇ ／ ｍ３和 １４１ ｋｇ ／ ｍ３， 两者非常接近。 从图 ８ 还可看出，
基于耦合解法的分组含沙量计算结果与实测过程更为符合， 尤其是粗沙部分。

图 ８　 １９７７ 年洪水中夹河滩断面计算与实测分组含沙量过程比较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ｔ Ｊ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７ ｆｌｏｏｄ

图 ９ 给出了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份洪水中沿程最高水位计算值（耦合解）与实测值的对比结果。 从图 ９ 可以看出，
除京广铁路桥两者略有差别外， 其余两者符合较好。 在京广铁路桥位置计算值比实测值偏高约 ２􀆰 ２ ｍ， 误差

较大。 综合分析， 导致京广铁路桥位置处水位误差较大的原因如下： 计算值为断面平均水位， 由于京广铁路

桥位置处于马峪沟断面与裴峪断面之间， 计算值由这两个断面平均水位线性插值求得， 而京广铁路桥位置实

测水位是该断面上某一点水位； 沿程水位变化受河势变化及主流顶冲与否影响较大， 有可能在局部位置造成

严重壅水或跌水， 从而导致水位过高或过低； 京广铁路桥附近水位受桥墩局部阻水作用影响， 不同位置处水

位值可能差别也较大。 水位变化与河床变形直接相关， 图 ９ 也能间接证明模拟的河床变形结果与实际河床变

形过程较为符合。

图 ９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洪水沿程最高水位计算与实测值比较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１９７７ 年高含沙洪水过程在黄河下游河道中造成严重淤积， 尤其在游荡段。 如按输沙量法统计结果， 该

计算时段内（６ 月 １４ 日—９ 月 １５ 日）整个游荡段淤积泥沙 ７􀆰 ３０ 亿 ｔ， 而数学模型计算结果为 ７􀆰 １２ 亿 ｔ，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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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总淤积量与实测值非常接近， 如图 １０ 所示。 从分河段的淤积量来看， 花园口以上及花园口至夹河滩

河段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差不大， 但夹河滩至高村河段计算值偏小较多。 从不同时段的淤积量统计结果看，
计算的 ７—８ 月份这两场洪水的沿程淤积分布与实测值也较为符合。 从图 １０ 还可看出， 基于耦合解的河段冲

淤量计算结果与实测值更为符合。

图 １０　 １９７７ 年高含沙洪水过程冲淤量沿程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７７ ｆｌｏｏｄ

３　 模型验证过程

采用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黄河下游发生的高含沙洪水过程资料， 对提出的一维水沙耦合模型进行验证， 重点比

较各水文断面流量及含沙量过程等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差异。
３􀆰 １　 ２００４ 年高含沙洪水过程及计算条件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 黄河中游出现强降雨过程， 受此影响黄河干支流相继形成洪水过程。 为控制库水位

不超汛限水位， 小浪底水库于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３０ 日进行异重流排沙运用， 故黄河下游河道经历了一次较为明显

的高含沙洪水过程［３⁃４］。 小浪底水库出库洪水中含沙量较高， 在下游演进过程中出现了洪峰增值现象， 其中

小浪底站最大流量为 ２ ６９０ ｍ３ ／ ｓ， 花园口站最大流量为 ３ ９９０ ｍ３ ／ ｓ。 出库最大含沙量为 ３５２ ｋｇ ／ ｍ３， 平均含沙

量为 １１２ ｋｇ ／ ｍ３， 泥沙颗粒级配较细， 中值粒径约 ０􀆰 ００８ ｍｍ。 该场高含沙洪水过程时间较短且仅在游荡段主

槽内演进， 因此， 花园口以上河段河床冲刷较为明显， 累计冲刷量达 ０􀆰 １７２ 亿 ｔ， 但花园口以下河段以微淤

为主。
模型验证计算选取该游荡段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实测的 １５６ 个大断面形态作为初始地形， 同样对各断面进行滩

槽划分。 基于这些淤积断面形态的统计结果分析， 该河段主槽宽在 ０􀆰 ３ ～ ３􀆰 ３ ｋｍ 变化， 平均滩槽高差达 ２􀆰 ７
ｍ。 各断面的初始床沙级配， 由同年 ７ 月实测的 ４２ 个断面的床沙级配插值求得。 本次验证计算时段为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９ 月 ５ 日， 共计 ４０８ ｈ。
３􀆰 ２　 模型验证结果及分析

图 １１ 给出了花园口及高村断面的流量变化过程。 从图 １１ 可知，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高含沙洪水中小浪底至高村

河段的实际洪峰传播时间约为 ４６􀆰 ４ ｈ， 计算的传播时间约为 ４７􀆰 ４ ｈ， 两者误差仅 １ ｈ。 计算与实测的流量过

程在其他时段符合较好， 但在洪峰前后存在一定程度偏差， 且计算值均偏小。 在花园口断面（图 １１（ａ））， 该

场高含沙洪水中计算最大流量为 ２ ８１６ ｍ３ ／ ｓ， 而实测最大流量为 ３ ９９０ ｍ３ ／ ｓ， 两者误差达 ２９􀆰 ４％； 在高村断

面（图 １１（ｂ））， 计算最大流量为 ２ ６３７ ｍ３ ／ ｓ， 也小于实测最大流量 ３ ８４０ ｍ３ ／ ｓ。 现有实测资料表明， 小浪底

水库在异重流排沙期间下泄极细沙的高含沙水流， 导致坝下游河道阻力突然减小， 是引起流量沿程增大的主

要原因［３，５，１１］。 阻力减小程度与上游来沙含量及级配有关。 一般来讲， 含沙量越高、 泥沙组成越细， 糙率减

小幅度越大［３］。 但该模型暂时还未考虑高含沙洪水演进过程中含沙量及床沙级配变化等因素对河床糙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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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因此， 今后还需要在模型中选择合适的动床阻力公式， 对高含沙洪水中洪峰沿程增值问题做进一步

研究。

图 １１　 ２００４ 年高含沙洪水花园口及高村站计算与实测流量过程比较

Ｆｉｇ􀆰 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ｔ ＨＹＫ ａｎｄ ＧＣ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０４ ｆｌｏｏｄ

图 １２ 给出了花园口及高村断面的含沙量变化过程。 从图 １２ 可以看出， 计算的含沙量过程与实测过程

总体符合。 在花园口断面（图 １２（ａ））， ２００４ 年高含沙洪水中计算的最大含沙量为 ３２２ ｋｇ ／ ｍ３， 比实测最大值

（３５９ ｋｇ ／ ｍ３）偏小 １０％； 在高村断面（图 １２（ｂ））， 最大含沙量的计算与实测值分别为 ２８８ ｋｇ ／ ｍ３和 １９９ ｋｇ ／ ｍ３，
计算值偏大较多。 主要是由于数学模型计算的花园口至夹河滩河段冲刷量偏大， 而实测数据表明该河段发生

淤积， 因此， 洪水演进到高村站时计算的含沙量峰值偏大。

图 １２　 ２００４ 年高含沙洪水花园口及高村站计算与实测含沙量过程比较

Ｆｉｇ􀆰 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ｔ ＨＹＫ ａｎｄ ＧＣ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０４ ｆｌｏｏｄ

以花园口断面为例， 图 １３ 给出了该断面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高含沙洪水中计算与实测的分组含沙量过程比较。
从图 １３ 可知， 在游荡段高含沙洪水输移过程中， 细沙 （ ｄ ＜ ０􀆰 ０３１ ｍｍ） 部分所占比例较多， 而中沙

图 １３　 ２００４ 年高含沙洪水中花园口断面计算与

实测分组含沙量过程比较

Ｆｉｇ􀆰 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ｔ ＨＹＫ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０４ ｆｌｏｏｄ

（ｄ＝ ０􀆰 ０３１～０􀆰 ０６２ ｍｍ）及粗沙（ｄ＞０􀆰 ０６２ ｍｍ）部分相对较

少。 计算的细沙、 中沙和粗沙部分最大含沙量分别为

２１７ ｋｇ ／ ｍ３、 ３５ ｋｇ ／ ｍ３和 ８０ ｋｇ ／ ｍ３， 而相应各部分的实测最

大含沙量分别为２３７ ｋｇ ／ ｍ３、 ３９ ｋｇ ／ ｍ３和 ７７ ｋｇ ／ ｍ３， 两者均

非常接近。 总体来看， 在这场高含沙洪水演进过程中，
计算的分组最大含沙量及其沙峰出现时刻与实测值均较

为符合。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的这场高含沙洪水过程主要在主槽内演

进， 在黄河下游游荡段造成一定的冲刷， 尤其在花园口

以上河段冲刷较为明显。 如按输沙量法统计结果， 该计

算时段内（８ 月 ２０ 日—９ 月 ５ 日）整个游荡段河床累计冲

刷量达 ０􀆰 ０７０ 亿 ｔ， 而数学模型计算结果为 ０􀆰 １１０ 亿 ｔ， 因

此， 计算的总冲刷量与实测值相差不大。 从分河段的冲淤量来看， 计算的夹河滩至高村河段淤积量（０􀆰 ０３０
亿 ｔ）与实测值（０􀆰 ０３１ 亿 ｔ）符合很好。 花园口以上河段冲刷量的计算与实测值也较为接近， 分别为 ０􀆰 １７２ 亿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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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０􀆰 １３２ 亿 ｔ。 但花园口至夹河滩河段的计算与实测值相比， 偏差比较明显。 按输沙量法统计该河段为淤积，
淤积量为 ０􀆰 ０７２ 亿 ｔ， 而数学模型计算该河段为冲刷， 冲刷量为 ０􀆰 ０１３ 亿 ｔ。

４　 结　 　 论

（１） 建立了基于一维浑水控制方程的水沙耦合数学模型， 模型控制方程包括一维浑水连续方程及动量

方程、 非均匀悬沙不平衡输移方程及床面冲淤方程等。 该模型考虑了非均匀泥沙不平衡输移及河床冲淤对水

流运动的影响， 而且适用于计算实际游荡型河流复杂断面形态下的洪水演进过程。
（２） 采用黄河下游游荡段 １９７７ 年 ７—８ 月的实测高含沙洪水过程资料， 率定了该一维水沙耦合模型。 结

果表明： 各水文断面流量、 总含沙量及分组含沙量的计算过程与实测过程总体符合较好， 且沿程最高水位及

累计河段淤积量的计算值与实测值较为一致。 对高含沙洪水过程模拟而言， 基于水沙耦合解法的计算结果与

实测值更为符合。
（３） 采用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小浪底水库下泄高含沙洪水在下游游荡段演进的实测资料， 验证了提出的一维水

沙耦合模型。 模型验证结果表明： 各水文断面总的及分组含沙量过程、 河段累计冲淤量等计算值与实测值较

为符合， 但计算的最大洪峰流量偏小。 因此， 模型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 包括选择合适的动床阻力公式来考

虑高含沙洪水演进过程中河床阻力突然减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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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３７（１２）： １４５４⁃１４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李国英． 黄河洪水演进洪峰增值现象及其机理［Ｊ］． 水利学报， ２００８， ３９（５）： ５１１⁃５１７． （ＬＩ Ｇｕｏｙ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ｐｅａｋ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 ３９（５）： ５１１⁃５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齐璞， 孙赞盈． 关于洪峰流量沿程增大原因的讨论［ Ｊ］． 水利学报， ２０１３， ４４（８）： １００１⁃１００７． （ ＱＩ Ｐｕ， ＳＵＮ Ｚａｎｙ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ｋ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４４（８）： １００１⁃１００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齐璞， 赵业安， 樊左英． １９７７ 年黄河下游高含沙洪水的输移与演变分析［Ｊ］． 人民黄河， １９８４（４）： ３⁃８． （ＱＩ Ｐｕ， ＺＨＡＯ Ｙｅ′
ａｎ， ＦＡＮ Ｚｕｏｙ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１９７７ ［ Ｊ］．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１９８４ （４）： 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张红武， 黄远东， 赵连军， 等． 黄河下游非恒定输沙数学模型： Ｉ： 模型方程与数值方法［ 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０２， １３（３）：
２６５⁃２７０．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ｗｕ，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ａｎｄ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Ｌｉａｎ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 Ｍｏｄｅ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 １３（３）： ２６５⁃２７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ＮＩ Ｊｉｎｒ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ｗｕ， ＸＵＥ Ａｎ，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ｙｐ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ａｄｅｎ ｆｌｏｏｄｓ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 １３０（１０）： １０２５⁃１０３２．

［９］ ＨＥ Ｌｉ， ＤＵＡＮ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ｈｙｐ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ａｄｅｎ 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ＣＥ， ２０１２， １３８（１１）： ９５８⁃９６９．

［１０］ ＣＡＯ Ｚｈｉｘｉａｎ， ＰＥＮＤＥＲ Ｇ， ＣＡＲＬＩＮＧ Ｐ．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ａｄｅｎ ｆｌｏｏｄｓ ｏｖｅｒ ｅ⁃



　 第 ５ 期 夏军强， 等： 黄河下游高含沙洪水过程一维水沙耦合数学模型 ６９７　　

ｒｏｄｉｂｌｅ ｂｅｄ［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６， ２９（４）： ５４６⁃５５７．
［１１］ ＬＩ Ｗｅｉ， ｖａｎ ＭＡＲＥＮ Ｄ Ｓ，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ｅａｋ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ｓ［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４， ６７： ６５⁃７７．
［１２］ ＷＵ Ｗｅｉｍ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７．
［１３］ 钱意颖， 曲少军， 曹文洪， 等． 黄河泥沙冲淤数学模型［Ｍ］．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 １９９８． （ＱＩＡＮ Ｙｉｙｉｎｇ， ＱＵ Ｓｈａｏｊｕｎ，

ＣＡＯ Ｗｅｎ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Ｍ］．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谢鉴衡． 河流模拟［Ｍ］．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１９９０． （ＸＩＥ Ｊｉａｎｈｅ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ＷＵ Ｗｅｉ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Ｓ Ｓ Ｙ．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ｂｅｄ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ＣＥ， １９９９， １２５
（１２）： １３０９⁃１３１２．

［１６］ ＸＩＡ Ｊｕｎｑ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ｂ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４９（１）： １１４⁃１３１．

［１７］ 李义天． 冲淤平衡状态下床沙质级配初探［Ｊ］． 泥沙研究， １９８７（１）： ８２⁃８７． （ＬＩ Ｙｉｔｉａｎ．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ｏａｄ ｉ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７ （１）： ８２⁃８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胡一三， 张晓华． 略论二级悬河［ Ｊ］． 泥沙研究， ２００６（５）： １⁃９． （ＨＵ Ｙｉｓ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Ｂｒｉｅ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ｅｒｃｈｅｄ ｒｉｖｅ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 （５）： 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ＸＩＡ Ｊｕｎｑｉａｎｇ１，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ｅｉ１，２， ＤＥＮＧ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１， ＬＩ Ｊｉｅ１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１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ｙｐ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ａｄｅｎ ｆｌｏｏｄ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 ＬＹ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ｆｌｏｏｄ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ｃｏｕｒ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ｔｅｎ ｏｃｃｕｒ，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１⁃Ｄ） ｍｏｒｐｈ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ｈｙｐ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Ｙ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ａ １⁃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ｈｙｐｅ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ａｉｎｔ⁃Ｖｅｎａ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ｓ ａ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ｏｌｖ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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